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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归四逆汤当有生姜之我见
坡
伤寒论净中的当归四逆扬

,

是治血虚寒厥的主方
。

原书方由当归三称 桂枝三两 (去皮 )
,

芍药三两
,

细

辛三两添甘草二两 (炙沁通草二两
,

大枣二十五枚 (晕
,

一法十二枚 ) 七味药组成
。

从药物组成分析
,

本方是

桂枝扬衍变而成
。
甩桂枝扬以俄

.

阴和阳补益气血
。

一

桂

枝伍当归
、 细辛、 通草以温经散寒

,

全方梦令奏补养阴

血
,

温运血行
,

散寒通脉之效
。

值得提出
,

桂枝汤原方

是有绘姜的
,

但本方为什么弃之不用了金寿山说
: “

证属

虚寒 , 原可用姜
,

为什么不用 ? 很难说出道理
。

更怪

的是 《伤寒论净接着说
`

若其人内有久寒者
,

宜当归四逆

加吴茶黄生肇扬主之
。 ,

该方中生姜用量特重
,

至半斤

之多 、 要么不用
,

一用就用重剂量
,

确有些
`

怪
’ 。

然而
,

从
`

怪
,

一点上正可以看出当妇四逆汤原方应有生姜
。 ”

( 《金寿山医论选集礼 n 7 页
,

人民卫生出版社
,

19 83)

的确如此
, .

当归四逆汤原方无姜
,

而紧接着加吴茱英

生姜扬的生姜用复特重
,

可见金老从
“

怪
”

中悟出原方

应有生姜乃是顺理成章的
。

论中桂枝加桂扬的桂
,
新

加汤的芍与姜
,

桂彼加芍药扬中的芍
,

都是在原方中

加重用量
。

当川白四逆扬中的生姜为半斤
,

是桂枝汤中

的常用量加一倍多
,

并且大枣也相应加至二十五枚 ( 桂

枝扬中枣是十二枚 l 由此可见
,

当归四逆汤原方当有

生姜以散寒
, 成
内有久寒者

”

又重用之
,

其意了然
,

无

庸置疑
。

江西中医学院 陈瑞春

百九十七法之言
,

不出于林亿等
,

而出子亿之前
,

亦

不足用气 借之
,

王氏之考证
,

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视
。

自方有执倡导
“

错简说
”

以来
,

治伤寒学者
,

多以

六经病及霍乱
、

阴阳差后劳复病篇的三百九十七条为

主要内容
。

这样
,

本来不切实际的璐三百九十七法
”

之

说
,

又生硬地与三百九十七条牵扯在一起了
,

甚至产

生了
“

句句皆法
”
的说法

,

使之此说愈加违反科学
。

但

至今仍时有倡言者
,

值得一议
。

首先
,

这种说法不符合
《
伤寒论》 的客观实际

。

因

为《 伤寒论》 的三百九十七条
,

井非条条昏可作法
。

其

次
,

这种说法本身就违反逻辑
,

无限扩大了
“
法

,

的概

念
。

中医的
“
法

” ,

大致来说
,

应指辨证论治
,

遣方用

药等方面的一些规则
。

如辨证法则
、

治疗法则
、

组方

法则等
。

显然
,

将
“
条

”

与
“
法

”

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
。

不但惟此
,

在关于伤寒学说治法方药的研究文章中
,

“

法
”

的槛用现象也是存在的
。

以麻黄汤为例
,

:

药仅四

味
,

就分别有列人
“

发汗法
”

者
、 “

宣肺法夕者
、 “

平喘

法
”

者
、 “

止咳法
”

者
。

其实从《 伤寒论、原文来考
,

麻黄

汤只属
“
发汗法气 余者皆是牵强

。

无论从医理上
, .

还

是在逻辑上
,

都不能称之为
“

法
” 。

之所以产生这种诸

多的
“

法
” ,

一是没有尊重原著本义而任意发挥
,

.

二是

混淆了整个方的组方法则与方中某一药功效 的界限
。

正象
“

三百九十七法
”

之说一样
,

不讲逻辑
,

滥用了
“

法
”

的概念
。

山东中医学院 姜建国

《
伤慈论

》 tt

息百九+ 七法
”

小议

关于
“

三百九十七法
”

之说
,

始自林亿的
“

伤寒论

序
” ,

云
, “

今先校定张仲景份寒论十卷
,

总二十二篇
,

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广此说是不切实际的
。

然历代注

家
,

不考其实
,

沿习已久
。

明初医家主履曾就此说提出疑向
,

云
: “

及考成无

己注乖
,

则所谓三百九十七法者
,

茫然不知所在
。

于

是询谙医流
,

亦不过熟诵此句而已
,

欲其条分缕析
,

以实其数
,

则未遇其人
。 ”

所以
,

于
《
医经溯徊集

》
中

,

特作
“

伤寒三百九十七法刻纂气煞费苦心
, “

反复而推导

之
”

、

,

结果
“
多方求合而莫之遂

分 。

于是指出
: “

纵使三

吴又可运用下法的特点

吴又可著《 温疫论
》
一书

,

对疫病的治疗原则和方

法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
,

尤其运用下法治疗 l益…疫病积

紧了宝贵经脸
,

现归纳如下

一
、

强调逐邪为第一 要义
:

吴氏指出
“

客邪贵乎早

逐
” , “

邪不去则病不廖
,

、

延畜至日久
,

愈沉愈伏
”

梅还

主张
“

但能治其邪
,

不治其热而热自已
” ·

强调遥捌)蒸绮
疗温疫病的参本法则

,

也是他运用下法的主聋挤氮
二

、

急证急攻
:

吴又可对于温疫病急证 (起病拿
、

变化快
,

证候凶险者 )
·

提出急证急攻的主张
。 :

i粤书尧
:

“

数日之法
,

一 日行之
,

因其毒甚
、

传变亦速
,

用药不

得不紧
” 。

另外
,

急证急攻的思想还体观花一个
“

早
”
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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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阳
.

上
。

吴氏主张逐邪宜早
,

病根早除
。

他说
: “

客邪贵乎

早逐
” , “

欲为万全之策者
,

不过知邪之所在
,

早拔去

病根为要耳
” , “

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
,

非专为结

粪而设也
” 。

在临床上
,

有些医家强调肠中有燥屎结粪

时方可议下
。

而吴氏认为
“

邪为本
,

热为标
,

结粪又其

标也
” ,

主张只要有邪热
,

不一定有结粪即可攻下
。

他

这种逐邪宜早
,

勿拘于
“

下不厌迟
”

的学术主张
,

对于

急性传染病的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
。

三
、

因证数攻
:

所谓因证数攻
,

是指只要有下法

的适应证
,

就可用攻下逐邪之法
,

而且可以反复多次

运用
。

他指出
: “

凡下
,

不以数计
,

有是证则投是药
” 。

并根据舌苔和热象的变化
,

大胆提 出
“

下之
” 、 “

再下

之
” 、 “

更下之
” 、 “

更宜下之
” 。

如
:

下后脉沉
,

是余邪

未净又传入里
,

吴氏主张
“

更宜下之
”
以防邪留生变

;

下后邪气复聚
,

出现复发现象
,

是膜原尚有余邪复病

于胃
,

是复发的根本原因
,

故主张再下
。

吴氏这种因

证数攻
,

除寇务尽的观点
,

对治疗急性传染病具有积

极意义
。

四
、

重用大黄
: 《
温疫论

》
载有三十多种证可用攻

下法
,

吴氏皆以大黄为攻下主药
。

如
:

见到苔黄
,

院

腹胀满可用达原饮加大黄攻下 ; 膜原伏邪尚未离开膜

原之际
,

可用大黄导邪外出 ; 攻下之后疫病不愈
,

余

邪传人胃腑
,

可用小承气汤治之 ; 吴氏创制的三俏饮
,

就是以大黄通腑
,

达到开达膜原
,

表里双解的目的
。

吴氏云
: “

三承气攻效俱在大黄
,

余皆治标之品也
。 ”

他这种重用大黄祛邪治本的学术思想极为宝贵
。

五
、

不妄用下法
:

吴又可善用下法而不妄用下法
。

主要表现在两方面
:

一是下后间服缓剂
。

吴氏列出三

十多种可下之证
,

而且指出攻下法的禁忌证
、

注意事

项以及下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(如下后脉浮
、

下后脉

沉
、

下后身热
、

数下亡阴
、

下后邪气复聚等 )
。

他主

张攻下之间要有间歇期
,

要注意药量的多少
。

在数
一

F

之间可服宽缓之剂如柴胡清燥 汤
,

以养
“

胃气
” 、 “

阴

液
” 。

此外
,

吴氏用攻下药很注意正邪双方情况及病情

是急是缓
,

做到既大胆又慎重
,

决不妄投
。

他云
“

要谅

人之虚实
,

度邪之轻重
,

察病之缓急
,

揣邪气离膜原

之多寡
,

然后药不空投
,

投药无太过不及之弊
” _

二是邪实正虚者宜补泻兼施
。

对于疫病中邪实正

虚者
,

若攻邪则正气不支
,

若补正则使邪留
。

吴氏采

用补泻兼施之法
,

他在陶节庵氏黄龙汤基础上加减施

治
,

对后人创制增液承气汤
、

新加黄龙汤颇多启发
。

总之
,

吴又可运用下法治疫的宝贵经验和创新精神
,

很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和继承
。

河南省南阳地区中医研究所 袁宝庭

“

虚
”

与
“

虚邪
”

小议
《
灵枢

·

百病始生
》
篇中

“

风雨寒热
,

不得虚
,

邪不

能独伤人
”

一句
,

历来有两种句读
。

一种从
“
虚

”

字后断

句
,

另一种从
“

邪
”

字后断句
。

有人认为
, “

二者断法虽

不同
,

但 无歧义
,

语 法上也没有毛病
,

二说可以并

存
” 。

笔者认为
, “

并存
”

之说不妥
。

故不揣冒昧
,
陈述

管见
,

以教正于同道
。

众所周知
,

疾病发生的原因
,

取决于人体正气与

致病邪气
,

即疾病的发生
,

除疫病等具有强烈传染性

的病邪外
,

必然存在正气不足和病邪入侵两个方面
。

正虚是疾病发生的内因
,

邪实是疾病发生的外因
,

仅

有其中某一个条件是不能致病的
。

谓
“

邪之所凑
,

其气

必虚
” , “

精神内守
,

病安从来
。 ”

据此
,

阎洪臣氏等认

为应从虚字后断句
,

此处的
“

虚
”

实指人体正气不足
,

后面的
“

虚邪
”

乃指
“

四时不正之气
” 。

任应秋 氏认为属
“

疾风暴雨之类
” 。

笔者认为此说较当
。

因为综观整段

原文
,

在
“

不得虚
”

之前
,

己提出了
“

风雨寒热
”

几种致

病因素
。

紧接
,

作者的意图显然在于指出疾病的另一

方面
,

即人体的正气不足
,

故说
“

不得虚
” 。

淌从
“

邪
”

字后断句
,

那么不得虚邪是指什么呢 , 如果阎
、

任等

氏之说成立
,

那么
, “

风雨寒热
”

显然亦属
“

虚邪
”

的范

畴
。

这样
,

后面再用
“

虚邪
”

强调致病因素
,

未免重复

和牵强
。

同时诸多注家
,

多在
“

邪不能独伤人
”

处用句

号
。

因此
,

可以认为
,

此句虽然文字不多
,

实则论述

了疾病发生的全过程
。

至于
“

虚邪之风
” ,

实指诸多的

致病因素
,

而并不限于
“

四时不正之气
”

中的风邪
。

如

果从
“

虚邪
”
后断句

,

笔者以为不甚妥当
,

因它从根本

上忽视了
“

正虚
”
这个致病的首要前提

。

在临床上
, “

虚邪
”

一词很少用
。

而且
,

既有
“

虚

邪
” ,

必然引起亦有
“

实邪
”

之误
。

而邪气通常是没有虚

实之分的
。

况且
,

作为医理
,

作者的意图应该是明确

的
,

不可能模棱两可
。 “

并存
”

之说
,

不过是后人的端

度
。

所以
,

笔者提出以上拙见
,
意在抛砖引玉

,

以引

起专家关注
,

可否结束
“

两说并存
”

之局面
。

贵州省六盘水市卫生学校 刘 毅

《
胎产新书

》
是

《
傅青主女科 》

后附
“

产后编
”

的蓝本

中医杂志 1 98 。 年第 10 期读者园地曾刊登 一文
,

从体例上分析
<<
傅青主女科

》
后附

“

产后编
”

与 全 书 不

同
,

认为系非傅山所作
,

并 考 证系将清
·

倪枝维 《 产

宝
》

( 1了2 8 年 )混编在内而成
。

笔者认为
“

产后编
”
的主


